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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源起、历史演进到学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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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地域文学史在古典时期形成了 “一源双流”的演进格局：以 “风骚”为宗，以地域诗文总集与

地方史志为互补互鉴的文脉双轨。在 “南北文学不同论”等理论观念推动下，地域文学史开启近代转型，１９２４
年杨树荣发表的 《潮州文学史》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地域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尤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来，地域文学史逐渐形成撰述与出版热潮，表现出体量庞大、覆盖面广、层级丰富、视角多元等特点，同时亦

面临理论凝滞、结构趋同、畛域模糊、地方夸饰等困境。通过学术总结与检讨，地域文学史成学的突破在于理

论层面、路径层面和价值层面三个方向。从地域文学史走向地域文学史学，是学科发展和学理突破的必然，亦

是现实驱动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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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学史①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维度，一方面，文学史研究的丰富成果为多元化、精细化的文学史写

作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快速崛起、地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也在倡导普遍化的地域文学

史写作。内在要求与外部推动形成双重动力，推动地域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拓展与探索的重要领域。

在学科日益交叉融合的趋势下，地域文学史的学术价值有待重新发掘。当前学界常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史

的分支，但这种定位未能充分把握其内在学理：中国文学史虽隐含国家疆域的空间属性，却在文学进化论框

架下有意淡化内部的地域差异，导致宏观叙事与微观现象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地域文学史研究的关键意义，

恰恰在于化解这一矛盾———它聚焦特定地域的文学现象及其生成空间，检验主流文学史范式的适用边界，并在

构建更具针对性和解释力的地域文学史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为中国文学的多元解读与多维发展开辟更多可能。

对于文学史学，学界已有共识。文学史学聚焦于文学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强调文学作品的主体性，同

时涵盖文学思潮、流派演变及跨域互动等要素，形成由文学史哲学、关注存在形态与演变方式的一般理论和

９５１

① 在面对不同地理层级的文学史研究中，“地域文学史”“区域文学史”和 “地方文学史”是被多次使用的三个概念，它们作为研究对

象被讨论时，有时指称的是同一概念，有时在不同视角下，其内涵又有不同。如曾大兴就以 “边界”和 “地域性”为考量，指出

“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地理边界又比较模糊的文学，就是 ‘地域文学’；反之，其内部的自然和文化特征并不一致，二者之间的融

合度并不高，其地域性并不同一，其地理边界又很清晰的文学，就是 ‘区域文学’”［曾大兴：《“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

法》，《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 ５期］。与之相比，“地方文学史”则融入了 “地方性”与 “地方性写作”的理

论内涵，更强调去中心化和地方特色。综合比较三个概念，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地域文学”与 “地域文学史”是当前学界使用频率最

高的学术概念，更具融通性，也更具建构 “学史”和 “史学”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本文选择以 “地域文学史”作为统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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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研究方法与治史模式的操作理论构成的三维理论框架。那么，次一级的地域文学史能否成学？又何以成

学？为了回应这一学术命题，本文拟重审地域文学史的学术源流与演进脉络，跳出 “主流文学史附庸”的认

知定势，回归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内在生成逻辑：无论是古典的 “地理—文学”互释传统，还是近代中西理路

的交汇融合，本质上都是依托叙事视角的空间转向实现对 “中国文学史”的在地化解构。只有重建这一学术

脉络，强化理论自觉，实现关键聚焦，推动对其本体论、路径论和价值论层面的反思与探讨，才能为其范式

创新提供本源性支撑，为构建 “地域文学史学”奠定必要的学理基础。

一、地域文学史传统的 “一源双流”

早在中国先秦时代，有关地域文学史的各种观点就已在文学、史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地带逐渐萌生，这一

阶段可称为地域文学史的前形态，呈现为在 “风骚”传统下地域诗文总集和地方史志两条并行不悖的学术脉

络，可称为地域文学史撰述传统的 “一源双流”。

（一）源起风骚：地域文学史的 “宗经”与 “辨骚”

对 《国风》和 《楚辞》的崇尚是早期地域文学史观念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宗经”与 “辨骚”作为传

统①由来久矣。

“十五国风”经由周代采诗制度的地域实践而形成 “百里不同风”的方俗与审美差异，不仅保存了各国

风诗 “勤而不怨”“乐而不淫”等地域审美特质，构建起黄河流域繁荣多元的文学地理图景，更通过经学阐

释赋予其历史发展的逻辑性———汉代毛亨、郑玄以 “正变说”阐释 《诗经》，将 “治世之音安以乐”与 “王

道衰……变风变雅作”② 的王朝兴衰史投射于邦国文学的好尚变迁中。黄宗羲解读 《诗经》，认为 “讽之令人

低徊而不能去者，必于变风变雅归焉”③，实现文学分析与时代进程的认知同步。正是这种将地理空间、历史

变迁与情感张力熔于一炉的文论传统，奠定了地域文学史 “时空并举”的阐释逻辑。

《楚辞》则代表南方文学传统的自觉建构。从屈原 《离骚》的巫楚神话溯源，到宋玉 《九辩》的失意抒

情，西汉严助、朱买臣等辞臣在宫廷 “朝夕论思，日月献纳”④，至东汉王逸，更以 “与屈原同土共国”的地

域认同增己作入 《楚辞章句》，完成 “楚人注楚辞”的文化循环，形成跨越三百年时空的 “楚辞接受史”。这

种以乡邦情结为纽带，以 “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⑤ 为主题的创作传承，赋予荆楚文学源源不

竭的自我更新能力，也为后世地域文学史书写提供了文脉赓续的典范。

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对地域文学之历史属性的认识在文学发展早期阶段就开始形成，而 《国风》《楚辞》

在后世流传过程中的经典化持续影响着地域文学史的 “前形态”，对地域文学史的学术自觉具有深远意义。

（二）地域诗文总集中的地域文学史论传统

地域诗文总集的编纂传统始于唐代，以殷 《丹阳集》《荆扬挺秀集》为发轫，经晚唐五代 《宜阳集》

《泉山秀句集》《蜀国文英集》之赓续，初具雏形。至宋代，随着文官流动制度完善与地方文教水平的总体提

升，地域总集编纂蔚然成风。据学界统计，宋人辑录之地域总集凡 ５７种 （如 《严陵集》 《会稽掇英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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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 “知人论世”之说为后世文人解读 “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人文地理的解读动机，而对 《国风》与

《楚辞》的文学批评则启发了中国古代文论思想中南北并峙的地域文学发展认知。南北文学的地域分野在魏晋以降日益凸显。曹丕

《典论·论文》首标 “徐时有齐气”，既指北海文士铺排纵恣的 《齐风》遗韵，亦暗含对地理气质影响文风的自觉认知。王粲

《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的咏叹，则揭示地域文化基因的顽强生命力。左思 《三都赋序》批判前人赋作 “考之

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主张 “贵依其本”“宜本其实”的地域书写原则，标志着文学地理真实性的理论觉

醒。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文学》以 “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概括学术地理差异；刘勰 《文心雕龙》更系

统建构文学地理理论：《物色》篇以 “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解析地方风物感发文学创作的现象，《乐府》篇阐述 “涂山歌于

《候人》，始为南音，有篲谣乎 《飞燕》，始为北声”的音律本源，开辟 “地理—文学”互释的学理路径。南北朝颜之推 《颜氏家

训·音辞》从水土禀赋论方言文风：“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
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与 《隋书·文学传》“江左宫商发越”“河朔词义贞刚”的南北二分论互为表里。

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 ２７１页。
黄宗羲著，宁波师范学院黄宗羲研究室编：《黄宗羲诗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 ２８２页。
班固：《两都赋》，《文选》卷 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 ２页。
黄伯思：《校定楚辞序》，《直斋书录解题》卷 １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４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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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集》《成都文类》等），其中大部分是由地方官吏领衔编纂。经历元代的短期低迷，至明清时期，其编

写数量随着各地文人阶层的扩大而达到高峰：明代存世的地域诗文总集逾 ２３０种，清代更有 １１００余种之多，
数量冠绝历代。① 总集编纂者虽以网罗散佚、保存乡邦文献为主要目的，但在文献排比的过程中必然要深入接

触地方的文学发展史，由此所激发的文学史思考则凝练于序跋凡例之中。

地域诗文总集的文学史思想承继自 《国风》《楚辞》的优良传统。明代吕阳 《晋诗选雅序》将地域诗统

溯源至十五国风②；清人邓显鹤则于 《沅湘耆旧集序》中强调楚辞之于沅湘文风的奠基意义。③ 姚? 《诗源初

集》更将全国诗脉分为吴、越、豫章等十五家④，说明风骚精神已内化为编纂者最基本的文史思维。此种

“宗经辨骚”的自觉，促使编纂者关注文学地域性与时代性的共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地方文体代兴、

文法演进与思想衍变的普遍规律。

地域诗文总集编纂的核心方法论，在于以代表性作家为坐标建构地方文学谱系。明人刘昌 《中州名贤文

表序》以 “水之行地”⑤ 而沛然莫御的气势为喻，择取贾谊、韩愈、二程、许衡等十二家雄文健笔，勾勒出

中原文统的千年脉络。清人胡文学 《甬上耆旧诗》则聚焦 “诗学源本”“辟草莱者”与 “主坛C 者”⑥，甄选
甬上诗史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在文学流派梳理方面，《海虞诗苑凡例》以 “虞山派”之间的师友授受关

系阐述常熟诗歌的传承统系⑦，《湖海诗传》则考辨了 “皖桐诗派”自梅尧臣至施闰章、韦谦恒的七百年诗学

嬗递。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总集编纂者已敏锐捕捉到过境文人与地域文学之间产生共鸣、互相成就的情况：

宋人袁说友 《成都文类序》指出司马迁 “浮沅湘，游巴蜀”而史笔日进，杜甫 “上瞿塘，过夔梓”而诗史愈

彰，田游岩 “自西蜀，历荆楚”而山水情深，揭示客籍文人如何在特殊地域体验和相应创作实践中实现个人

思想与文学品位的升华。⑨

断代文学史的雏形亦在地域诗文总集对当代文学历史的思考中产生。明人范弘嗣在 《晋国垂棘凡例》中

慨叹海内文选家选辑晋文者少，因此致力于建构明代晋人文章的传承谱系瑏瑠；王崇简编 《畿辅明诗》，认为明

代的畿辅诗绪在李东阳、卢楠、王嘉谟、赵南星等名家之间有序递传。瑏瑡 今人张瑞杰考察地域诗文总集之间的

联通性、互补性和发展性，提出将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的诗文总集进行对照、补充、释读，足以形成以时间线

排列的地域文学史编写框架。以晋诗为例，若将 《国朝山右诗存》《晋诗选雅》《晋诗续雅》《三晋诗选》等

地域选本纵向串联，当可构建一个 “初具时间性的地域性诗歌发展脉络”瑏瑢。

对文化边缘地区的文学史建构而言，地域总集更具 “补史之阙”的独特价值。清人张允概在 《滇南诗略

跋》中钩沉滇南一带的诗史脉络：明季赵玉峰、彭印古承遗民气骨，清初钱熙贞、许贺来启新朝文风，乾嘉

时以李因培为翘楚，后学李敬跻、周得寿等承其余绪。瑏瑣 此类论述展现了地域文学史的边缘活力，其他如

《粤东诗海》之于岭南文学史，《松风余韵》之于上海文学史，《闽诗正声》《晋安风雅》之于八闽文学史，

皆是可资考察的边缘地区文学史史料。

此外，通过编辑诗文总集，还可对地域文学的意象系统和风格特征进行整体考察和归纳总结。《会稽掇英

总集序》剖析诗歌意象，指出浙东诗歌的美学系统存在 “风亭月树”的士大夫审美与 “僧蓝道馆”的宗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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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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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大分支①；《国朝杭郡诗辑》则揭示杭州诗歌 “清微萧远”“托想幽靓，发音玲珑”② 的风格共性，认为

这一审美取向既是杭郡轻灵风土涵养的结果，也与杭郡诗人普遍的 “山水癖”息息相关，彰显地理环境与文

化氛围对文人审美的深层塑造。

明清时期更衍生出地方诗话、文话这类地域文学史论的新型载体。清人平步青 《国朝文蒵题辞》总述江

西古文脉络：“西江自北宋欧阳、王、曾出，以古文雄长寰中。南渡后有周益公，元有虞道园，明有杨东里、

艾天佣，国初有巨源、彭、魏。石庄上掩东乡，下启易堂，空所依傍，一洗晚明纤细通?之习，与榆墩足称

两大，湘帆、轸石尚在下风”③，其史论的系统性与夹叙夹议的议论形式已十分接近现代地域文学史的相关表

述。晚明郭子章首创地域诗话体例，在 《豫章诗话》中主张 “江西诗派当以陶彭泽为祖”④，从欧阳修、王安

石、黄庭坚到解缙、杨士奇，以作品、人品、轶事为线索勾勒出江西诗歌发展演变的源流和特征，标志着古

典时期地域文学史叙述模式的进一步成熟。

（三）地方史志中的地域文学史论传统

史传中首发地域文学史论者当数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以屈原为楚地文学开风气之祖，评价其骚

赋作品兼有 《国风》《小雅》之长，屈原之后，楚地文学代有所承，“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

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⑤。《汉书》继而论之，在 《地理志》中梳理了楚地文学自战国至汉代的发

展脉络。⑥ 此类论述在历代史传中间或出现，然未成体系，故未形成稳定的书写传统。

地方史志聚焦于主流史传所忽视的地域文学图景，开始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文学史观点。地方史志对地域

文学的论述最早可追溯至晋代常璩的 《华阳国志》，此志不仅记录了蜀地受中原文化宣德达教、博化笃俗的

早期文学成果，更形成了 “蜀承秦后，质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

于齐、鲁，巴汉亦化之”⑦ 的地域文学史叙事，开创方志书写文学史之先河。然唐宋以前，地方史志以郡国

书为主，多聚焦乡贤事迹，宋元方志体例未臻完备，罕有系统梳理文学流变者。至明清方志编纂鼎盛，体例

日精，尤重文脉传承，其艺文志遍考诗词赋谣诸体，探究文体互动嬗变之规律，实为地域文学史通论之雏形。

方志编纂者率先批判 “以道统文”的狭隘文学史观。乾隆 《隆平县志·艺文志序》直言：“志之文不必

尽概于道”，指出以文载道之作实属凤毛麟角，而隆平这类边邑应当以 “广收博采，不复计文之工拙”⑧ 为准

则，方能存录地域文学的真实生态。顺治 《招远县志·艺文志序》⑨ 进而提出地方艺文的三大编纂原则：一

曰不必夸多，反对滥收乡贤平庸之作；二曰综鉴过客，关注客籍文人与本土文学的良性互动；三曰有关方土，

强调文献需服务于 “识山川、验风俗、考政治、表贤达、别物辨土、稽古筹今”瑏瑠 的地域认知。这三大原则

为地域文学史书写确立了艺文史料的甄别标准。

在实践层面，方志通过历史分期呈现地方文学的演进轨迹。黄仲昭在 《兴化府志·文苑传序》中对兴化

文学的发展历程展开论述，认为自郑露倡学以来，莆田文物始有生色，至唐以文行著名者仅有林披、林藻、

许稷等人，宋元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多 “要本于道德”，至明朝时，莆田诗学蔚然勃兴且代有传承：“宣德、正

统间，莆诸老在翰林者凋谢已尽，惟伟与陈会元中并以文章擅重一时云。……莆之诗学，旧有师承，正统间，

渐失其传，莹力以兴衰复古为任……至今莆人诗知浑厚、造澹白，不尚雕刻，莹之力居多”瑏瑡，早年有王伟、

陈中身居郎署，名擅一时，其后有名士周莹赓续乡邦文风，复古振衰，由此清晰勾勒出一地诗风传承与嬗变

的历史线索。此外，乾隆 《赞皇县志·艺文志序》、道光 《晋江县志》等皆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分期意识。

２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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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第 ２４册，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２年，第 ４２８页。
吴颢：《国朝杭郡诗辑》初辑，嘉庆五年守堂藏板。

引自平步青：《樵隐昔鉙》，民国六年刻香雪崦丛书本。

郭子章：《豫章诗话》，民国十年南昌豫章丛书编刊局刻豫章丛书本。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 ２４９１页。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 １６６８页。
常璩著，任乃强点校：《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１７页。
袁文焕修：《乾隆隆平县志》，清乾隆二十九年抄本。

张作砺修，张凤羽纂：《顺治招远县志》，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黄大成：《平乐县志》，清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周瑛修，黄仲昭纂辑：《重刊兴化府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１３０ １１３１页。



中国地域文学史何以成学

文化边缘地区的方志编纂更凸显出建构地方文学历史的文化自觉意识。康熙 《畿辅通志·艺文志序》以

文学史梳理力证燕赵文学代不乏人：虽十五国风不涉燕赵，然荆轲 “风萧萧兮易水寒”实开慷慨悲歌之先

声；汉有燕人韩婴 《韩诗外传》推诗人之意，赵人毛苌注 《毛诗》辨析精微；晋张华 《博物志》搜今罗古，

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文采斐然；唐以诗称，而诗人多出于赵，宋以理学称，而邵康节、刘器之文理兼胜，

“顾可曰燕赵无文章哉？”① 乾隆 《正定府志》更详细罗列汉成帝至清乾隆两千年间的常山文人谱系，揭示该

地文、史、儒学并重的优良学术传统，探究常山于艺林 “啧啧有声”② 的文脉根基。

就地域文学发展的现象考察与历史书写而言，地方史志与地域诗文总集实为并行不悖、互补互鉴的文脉双

轨。《四库提要》称郑虎臣 《吴都文粹》与范成大 《吴郡志》为地方文献的一体两面：“是书虽称文粹，实与地

志相表里。东南文献，藉是有征；与范成大 《吴郡志》相辅而行”③，《吴都文粹》辑诗文而存风土，《吴郡志》

载舆地而涉艺文，二者 “如骖有靳”，通过对地方文脉的不同理解和共同阐发而形成地域文学史的古典传统。

概言之，地方史志对当时的地域文学史研究颇具启发性：其一，在艺文史料的选择上突破 “文以载道”

的思想桎梏，确立以 “广收博采”还原地域文学真实面貌的文献准入原则；其二，在文学史框架层面建立基

于文学分期的通论传统，并以此分析地域文学现象的演进规律；其三，在方法论层面与地域诗文总集形成互

补、互证的综合参考体系。这种将地理沿革、文体嬗变、人文精神熔铸一炉的地方艺文书写传统，堪称独具

中国特色的地域文学史原型。

二、地域文学史的近代转型与现代流变

清末民初，在外部西学东渐与内部整理国故的双重思潮影响下，推动地域文学史研究现代化的学术自觉

与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同步开启，学者们开始突破传统史论框架，尝试创作更接近主流文学史体式、更具专

研意义的地域文学史。这一转型既体现为对古典时期 “地理—文学”互释传统的现代转化，又彰显了文学史

书写从国家宏大叙事向地方微观层级的视角下移。总体而言，２０世纪前半叶的地域文学史研究有三方面特点
值得关注。

首先是近代转型的理论先声与实践初探。“地域文学史”的学术概念源于林传甲的地理志编纂实践，他

在主持 《大中华地理志》工程时④，呼吁修志人员同步编修各省地域文学史，其于 《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

凡例》中就指出 “应别撰…… 《河南文学史》”⑤，强调其 “以课国文”的学术定位，《大中华江苏省地理

志·凡例》亦提出相同观点。这种将地域文学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构想虽因时局动荡而未及实践，却体现

出建设地域文学史学科的学术远见。至于其地域文学史与乡贤传、列女传、博物志并列的类目设置，则呈现

出古典学术向现代转型的过渡特征。

１９０５年，刘师培发表 《南北文学不同论》，标志着地域文学史理论的革命性突破。该文采用彼时欧洲与

日本文学史研究中流行的 “环境决定论”分析方法，系统阐释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地理条件对南北文学风格差

异的影响：“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

无。”⑥ 此论发展了 《隋书·文学传》“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⑦ 的南北词人得

失论，在传统地域文学史论中注入更多地理与空间思考。在这一研究方法的启发下，孙子高以文学谱系的形

式梳理出 “《诗经》— 《二南》—楚辞—秦汉杂赋”“《诗经》— 《邶风》—赵赋—秦汉杂赋”⑧ 这两条南北

文学发展的不同脉络，康光鉴则结合人文地理变迁与文学流变现象，指出南方文学始于 《候人歌》，在重庆

而流变为巴渝歌，由蜀而鄂，发扬为楚辞，再经由江汉而传入黄河流域，深刻影响了 《周南》《召南》等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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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龙、格尔古德：《康熙畿辅通志》，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郑大进纂修：《乾隆正定府志》，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引自魏小虎编：《〈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６３５４ ６３５５页。
宋声泉：《林传甲字号、家世、卒年考略》，《兰台世界》２０１６年第 １３期。
林传甲纂，林传涛参订，祝宗梁分纂：《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北京：琉璃厂武学书馆，１９１２年，凡例。
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２６１页。
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 １７２９ １７３０页。
孙子高：《南北音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文哲月刊》１９３６年第 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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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篇什的美学风格。此后诸如吴家煦 《中国文学南北派沿革概要》、朱右白 《中国文学之南北宗派论》乃至当

代学者陶礼天的 《北 “风”与南 “骚”》等文章也都在研究方法上继承了 《南北文学不同论》的创新精神，其

间隐含的地域文化观念、地域向心力及内蕴的群体认同心理标志着地域观念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明朗化。

其次是通史通论的体系化探索。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代地域文学通史的撰述与研究呈现出从传统方志思维向现
代学术理念的转型态势。关于地域文学史的讨论最先出现在各类现代地理书、志书或文论专著中。１９２２年，
学者王传燮在 《白话中国地理》① 中简单介绍了安徽文学从老庄、朱熹到桐城派的发展历程。１９３２年李清悚、
蒋恭晟主编的近代志书 《我们的首都》从 “文辞 （即散文）”“诗词”“戏曲小说”② 三大文体出发，简要论述

了南京自南北朝至清末的文学发展历程。１９３５年，杨启高在 《唐代诗学》一书中列举司马相如变楚骚为汉大赋、
陈子昂历初唐而启盛唐气象、花间派引领由诗向词的时代转向等重要文学事件，进而说明四川在中国文学史上多

次引领风气的意义。１９３６年，王培棠主编 《江苏省乡土志》③ 的 “文学”一节以历史发展眼光考察江苏文学家

在主流文学史中的影响，博涉诗、赋、词、散文、戏曲、小说等文体，不失为一篇精要的 《江苏文学小史》。

专门之地域文学史在这一时期亦开始出现。１９２３年，学者顾惕胜发表 《常州文学之回顾》系列文章，文

章开篇就明确提出此文旨在发明 “常州一地方之文学历史”④，然其于历史断代、问题选择等方面的议论颇有

可商榷之处，如其绝大篇幅都在探讨清代常州文学、经学、史学的发展历程，此前历代文学史则一笔带过；

再如其叙地域文学，颇有门户之见，如 “实际阳湖古文之内容，亦较雅健笃实，不似桐城古文之往往空疏敷

衍，明眼人自能见之”⑤。虽有以上问题，但 《常州文学之回顾》在形式上还是体现出向专门之地域文学史发

展的倾向。１９２４年杨树荣发表的 《潮州文学史》⑥ 则可被视为现代第一部地域文学史，该著分唐、宋、元、明、

清五章建构潮州文学发展史，每章分两节，分别是对这一时期潮州文学整体情形和重要文学家的介绍，每个文学

家都选录一篇代表作，让读者领略其风格。虽然在论述模式上已经接近于当代地域文学史，然 “籍贯本位”“主

流文学本位”的编纂出发点使其夸大了一些潮州乡土文人的文学影响力，也没有在人物、时段之间建构起潮州文

学发展演进和文脉嬗递的逻辑，因而遭致林光耀 《读杨君树荣潮州文学史》⑦ 的专文批评。林氏强调地域文学

史需突破方志 “表彰乡贤”“美其邦族”的窠臼，主张在 “源流分合”“沿革变迁”的文学史框架基础上建

立 “地理—文化—文学”的三重释读体系，并呼吁将潮州歌册、畲族歌谣等民间文学纳入地域文学史视野。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地域文学史的概念开始被各地学者所广泛介绍，贯通时代、综述成就的地域文学史通论
进一步涌现。１９４１年，胡小石与鲍靓仪发表的 《四川在文学上的地位》以汉、唐、宋的朝代分野，得出 “汉

代文人出自川西，唐代文人出自川北，宋代则偏于川南”⑧ 的地域文学重心迁移规律。胡小石此后还作有一

篇 《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⑨，主要分析了南京文学史上山水文学之兴起、文学教育地位之提升、文学

批评之繁荣、声律宫体之流行等重要文学现象的意义，还将如 《桃花扇》《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

戏曲纳入南京文学史的讨论范畴，乃成为 “一篇较有分量、较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地域文学研究成果”瑏瑠。约

斋于 １９４３年发表的 《越国文学史略》系列文章则以 《越人歌》为越地文学之先声，从先秦时期越地的贵族

诗歌和征人歌谣到东汉王充的 《论衡》，再论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越地文士的经学、诗学、赋学成就，提炼

出越地文学 “于议论则尚翻案，于纪载则尚考异，于立意则喜纤巧，于措辞则喜尖新”瑏瑡 的审美基因，彰显

地域文学传统的历史连续性。

再次是断代分体史的研究深化。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以降，断代史与分体史成为地域文学史研究创新的前沿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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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１９３４年，汪国垣 《近代诗派与地域》首创以文学地理视角分析地域诗派源流分合的研究方法，该文将道咸
至同光年间的地域诗派划分为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和西蜀派六大派系。汪国垣认为这些

诗派在近代诗坛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能够代表各自地域的诗歌风格和审美倾向。他以道咸至同光这 ５０
余年为时间纵轴，论述六大地域诗派在这段时期的创立、流变与盛衰史，也简要地追溯了这六大地域在清以

前的文学演变历程。这篇文章反映了汪国垣以 “空间”为视角建构文学历史的强烈意识。在汪文影响下，３０
年代后期相继有陆树鰓的 《道咸以来的江浙词风》《明代江浙文学论》和蒋瑞珍的 《吴江诗史》面世，陆、

蒋二人均致力于江浙地区的文史研究，长期在 《江苏研究》《江苏月报》《越风》等地方刊物上撰文考据江浙

地区的文学家和文学结社活动，他们的研究虽然影响不大，但可作为此时期地域文学史研究蔚兴的一个例证。

对断代与分体史的研究在 １９４０年代促成了多种地域文学史的撰述实践。王秋萤 《满洲新文学史料》① 整

合 《奉天的文坛》《哈尔滨文坛之一暼》《大连文艺界的今昔》《吉林文艺界》《十年来的小说界》《新诗十
年》等文章，由局部到整体，还原东北地区从五四运动到 １９４５年这二十余年间的文学发展图景。其中 《新诗

十年》结合东北沦亡的实际情况，主张在诗的内容上 “特别有置重于 ‘乡景’或 ‘乡味’的要求”②，这显

然蕴含了作者针对日本帝国主义 “殖民文学”移植论的强烈批判。赵图南的 《台湾诗史》则以明郑至日据的

历史分期为经，以 ５２家诗人的生平、诗作简介、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为纬，形成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地域文学
史叙述框架，更特设 “闺秀诗人”与 “日本诗人”专章，其 “以人系地、以地系诗、以诗系史”的严谨体例

堪称地域诗史的杰出范本。③

近现代地域文学史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在反殖民、反侵略的时代语境中被赋予双重任务：他们既要赓

续和发扬志艺文、表贤达、别物土的文史传统，更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肩负起 “兴灭继绝”的文化使命，

为中国文化认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阐明、强调地方文学之根脉的同时，又以强烈的斗争性和批判性鼓舞

彼时的革命事业。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创作实践不仅为当代地域文学史撰述奠定基本框架和方法论基石，

更彰显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的同频共振。

三、当代地域文学史的撰述热潮与学理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地域文学史书写首先历经了一个从民族政治叙事到学科创新方向的学术自觉过程。

１９５９年，刘介以 《广西壮族文人文学史概要》开风气之先，其前言详述广西历代文学如何以不屈的意志与民

族的乐观精神 “歌颂劳动、歌颂革命与斗争”。正文延续 《台湾诗史》以历史分期为经，以文人籍贯、生平、

作品与风格为纬的学术结构，又在此基础上增置民族与阶级史观的叙事要求，对于 “民族的团结和历史的进

展”④ 有着深远意义。６０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广西壮族文学》继而问世，聚焦反封反资、革命斗
争的时代使命，形成以民族地域文学史为考察对象、以 “革命性”“斗争性”为纲的文学史书写模式。这一

阶段的三部著作虽有填补民族地域文学史空白之功，然而其政治导向下的评判标准超越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实为特殊时代的文化产物。

８０年代，许多学者开始在 “思想解放”和 “新启蒙”浪潮影响下探索更具创造力的学术领域。在陈思

和、王晓明于 １９８８年提出 “重写文学史”⑤ 主张之前，更具当代意义的地域文学史写作已悄然兴起———１９８６
年出版的 《黑龙江古代文学》将黑龙江文学溯源至原始社会的民族神话，此后历经渤海、辽、金、清的民族

交流史话，既勾勒出黑龙江文学逐渐融入中华文学的历史进程，也向上呼应了 ６０年代的民族地域文学史写
作。１９８７年，《临澧县文学志》开县域文学史先河，《台湾文学史纲》则系统呈现了台湾学者在 “解严”后

的文学史研究成果。⑥ 总体而言，８０年代的地域文学史著作虽然数量有限，却在历史分期、地域区界等方面
做了有益思考，进而为 ９０年代的创作热潮埋下伏笔。

９０年代起，“重写文学史”的思潮风靡学术界，地域文学史也迎来了第一波创作高潮，此时期面世的 ４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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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学史有效构建起大文化区、省域、市域三级地域体系。通史体例的成熟是这一时期地域文学史写作的重要

突破，《台湾文学史》《东北文学史》《岭南文学史》《山西文学史》等作品即是此类地域文学史的典型。就创作

目的而言，这一阶段的地域文学史还是更多着眼于以往主流文学史忽略的 “边缘地带”，如 《东北文学史序》中

所言，此书是为回答 “东北有没有自己的历史，史自何时，源于何处；东北有没有自己的文化，其文化能否构成

‘史’的体系和形态”① 等问题而作。因此就地域分布而言，这一时期的港台地区依然保持着地域文学史的高

出产率，而东北、岭南、西北、西南等地区也踵继相接，且致力于在体例创新方面展开各种尝试。

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内掀起了编撰地域文学史的热潮。这一时期地域文学史的繁荣与提升文化形象、打造文
化品牌、服务地方发展等地方建设实际诉求密切相关，推动其从 “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探索转变为地方文化

工程的基础工作。② 这种转变也导致地域文学史数量在 ２０００年后激增，总量远超此前，达到 ６６部之多。这一
时期，我国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几乎都有了专属的地域文学史，巴蜀、荆楚、燕赵等大文化区也成为观照

对象，其中巴蜀地区成果尤为突出，《巴蜀文学史》梳理其自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宋代巴蜀文学通论》则专

注于展现两宋时期巴蜀文学异彩纷呈的断代史。

２０１０年后，地域文学史编撰快速下沉至市、县层级。这时期产生的 ８２部著作中，近半数属于市域、县域
文学史。浙江凭借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乡土文献传统成为此类文学史的创作高地，涌现出 《义乌文学史》《瑞

安古代文学史稿》《上虞文学发展史》《临平文学史》等著作，这种微观视角也促进了对主流文学史所忽略的

乡土文人的发掘。经济发达的广东同样成果显著，潮汕、清远、深圳、湛江等多地均推出各自文学史，可见

市县区级编撰已成为地域文学史拓展的新方向。

２０２０年至今，地域文学史出版速度明显放缓，截至 ２０２５年仅新增 ３０部。过去创作最多的省域文学通史
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山水、电影、民间、曲艺、女性等主题新颖的地域文学史。《浙江海洋文学史话》通

过开发新的文学地理介质，以海洋小说、海洋散文和海洋诗歌的历史梳理塑造浙江作为海洋与文学大省的地

方形象，是近年来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纵观 ７０年发展，当代地域文学史的撰述与研究相辅相成，在发展中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其主要特征体
现在五大方面：第一，体量扩大。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分体史，当代地域文学史基本都以搜罗穷尽、篇

幅敷演为原则，尽可能丰满过程，补充细节；第二，覆盖度高。当代地域文学史撰述覆盖全国几乎所有具有

文学历史的行政区域和文化区域，且始终保持对文学史 “空白地带”的高度关注；第三，层级细分。视野向

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级拓展，对中国历史上许多值得独立研究的大文化区和较小的地域目标进行文学史的考

察和梳理；第四，视角丰富。许多学者尝试在不同体裁和叙事视角下开展地域文学史撰述，丰富了地域文学

史的书写模式；第五，地方转化。当代地方文学史写作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效益意识，旨在增强地方社会的

文化认同，推动和提升地方文化转化的经济效益。

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当代地域文学史仍面临理论依托、体例设计、畛域划分等一系列难题，这些问

题折射出地域文学史发展的结构性困境，亟待突破与创新。

一是理论凝滞。尽管创作数量和著作体量较之前的地域文学史大幅提升，但其叙事仍偏重时间维度与公

共经验，缺乏地理空间维度的理论自觉。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 “史论并举”的良好传统未能得到赓续———实

践与理论疏离，史论比重悬殊，导致后者僵化为固定的写作规范，未能与 ９０年代兴起的文学地理学形成良性
互动。③ 理论凝滞使地域文学史写作缺乏顶层设计，对撰述体例、分析方法、理论依托、价值定位等要素的把

握均无定规，未能形成能凝聚共识、兼顾理实的学术规范。

二是结构趋同。近代以来，文学进化论主导文学史写作，地域文学史也深陷线性发展、历史分期的叙事

框架，导致结构和模式千篇一律。即便涉及地域性，其分析方法仍是陈旧机械的 “环境决定论”，视文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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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曾大兴在 《地域文学研究的成绩与不足》中认为当代地域文学史写作 “地理意识不够强”，梅新林在 《文学地理：文学史范式的

重构》一文中指出 “做到 ‘时间先后’与 ‘空间离合’的结合，也就是要求臻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时间形态与空间形态的有

机交融”，“反观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一直难以臻于这一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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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的被动产物，无视内部多样性及文学对文化空间的生产意义。可以说，当前地域文学史之所以缺乏

个性特征，根源在于理论凝滞造成的叙事模式创新不足。

三是畛域模糊。这一问题主要暴露在各类文化区文学史的撰述实践中。中国历史上那些众口相传的文化

地域概念，其概念范畴往往随社会条件与历史语境而变，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不能简单视为某些省域或地

区的地理组合。面对文化区域和行政区域划分之间的不确定与不平衡，不免各取所需，进退失据，失去地域

边界的同时也模糊了历史依据和标准，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地域文学史撰述的通病。

四是地方夸饰。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市域及以下地域文学史的撰述实践中。这类地域文学史往往夸大特

定地域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源自地域文学史的撰述动机，这类文学史往往与地方

政府的赞助支持密切相关，是 “政治经济需求—学术创作动力”机制驱动下的文化产物，极大影响了文学史

撰述的客观性。

在当代地域文学史所面临的困境中，理论凝滞导致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贫乏，并造成文学史的结构性趋

同与叙事单一化；畛域模糊则引发地域概念的各自为政和地方保守主义，进而导致地方夸饰的现象频发。因

此，对地域文学史研究展开系统的学术总结检讨，在此基础上融合文学地理学相关理论进行学理辨思与建构

势在必行。

四、地域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检视与学理建构

就当前学界的研究进度而言，“地域文学史”的学术内涵尚未厘清，相关研究所使用的学术概念缺乏针

对性，对其论域的诸多论题缺乏深入思考。① 本文通过梳理地域文学史的学术源起与演进脉络，从理论自觉、

关键聚焦、价值阐发三个维度对地域文学史研究展开学术总结与检讨，进而为学理建构奠定基石。

（一）理论自觉：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范式重构

地域文学史与文学地理学存在共生关系，换言之，文学地理学本应是地域文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在当下，却是两相暌违、交集不多，因此，未来地域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在于自觉融入集成性、更具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特征的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② 后者可为其提供超越传统线性叙事的认知框架和时空观念，将

空间维度提升为与时间维度并置的研究坐标，使分析对象从 “历史中的文学分布”转向 “空间中的文学生

产”。在文学地理学中，“时代共性与地域个性”“地域的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等多组二元范畴彼此对

立激发，形成了与地域文学史相关概念的深度关联，而重审文地关系，强化地域文学史中文学与地理的 “对

位互读”，则有助于推动地域文学史研究的理论自觉。

针对 “时代共性与地域个性”的辩证关系，文学地理学提供了时空并置的分析模型。卡西尔有言：“空

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③ 然而

当前的地域文学史写作常盲从历史进化论，为嵌入中国文学史版图而 “将区域作家按 （文学通史中的）名

气、成就大小分为若干的等级，以定其篇幅字数”④，导致地域文学史在学术结构和社会意义等方面皆成为主

流文学史的附庸。理想的地域文学史应当追求在研究方法上促成文、史、地学科融合，在常体写作中探寻结构

变体，引入个性化变量，在探索其内生因素 （如地方社会发展、风物感召、文学家族传承、地方事件催化等）

的同时，兼顾时代文学大势 （如潮流文体代兴、文坛风气转移、文化政策变化等），阐明二者相互拮抗又彼此激

７６１

①

②

③

④

可参见乔力、武卫华对于建立 “地域文学史学”的学术主张。乔力、武卫华：《论地域文学史学的学术源流与学理观念》，《清华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 ６期；乔力、武卫华：《论地域文学史学的研究方法》，《理论学刊》２００６年第 １２期。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研究随着文学研究的 “空间转向”而在国内快速兴起。曾大兴对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推进有重要贡献，

１９８９年，他率先出版著作 《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为文学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２００３年，杨义提出 “重绘中国文

学地图”的构想，认为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 “会通之学”，应当融汇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

学科的研究方法。２００６年，梅新林提出文学地理学应当是一门 “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
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２０１７年，他与葛永海合作出版 《文学地理学原理》（上、下

卷），对文学与地理的内在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理论阐释，指出文学地理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 “地文互释”与 “文地互释”建立文学与

地理的 “对话关系”。在众多学者拓进的道路上，具有集成性、更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征的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正在形成。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 ５４页。
李圣华：《明清区域文学史研究的价值、局限及走向———以近年来地域文学史撰著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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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地域个性”应当被理解为与外界积极交流后呈现的洗练特质，而非自我封闭后形成

的保守主义，而 “时代共性”更应该解读为时代群体共同促成的一种愿景，而非不可质疑的 “绝对意志”。

在 “中心与边缘”关系的阐释中，文学地理学突破了强调行政区划的功能文化区的视野局限，主张将重

视民俗亲缘性的形式文化区和注重文化心理认同的感觉文化区纳入文学地理的研究对象体系，以此探讨地域

文学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问题。① 以功能文化区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叙事在接受度与现实效益方面有其优势，有

学者曾主张地域文学史写作应以行政省域为边界。② 但强行将不断变化的史地关系代入现行省域，则明显忽略

了地域内部尤其是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而在形式文化区的定义中，受地形区隔和人口

分布的影响，地域内部会自然形成由核心文化区、副文化区、文化边缘等圈层构成的社会纹理，如浙江就可

以此由北到南划分为 “江南核心文化区”（杭湖嘉）、“浙东副文化区”（宁绍）、“近闽文化边缘”（温南）等

圈层，而身处这些不同的文化圈层中，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取向也会形成对应的分野。感觉文化区

则进一步将 “史籍方志、文学文本和民间认同”③ 等要素纳入地域文学分布的考察视野，这有益于建构一个

更具阐释力和适用性的地域文学圈层模型。综上所述，地域文学史研究应综合考量功能、形式、感觉文化区

对地域文学的有效界定，采纳形式文化区对文学中心区与边缘区文化特征非等质性的判断，吸收感觉文化区

关于文学边界应基于文化认同感的观点，不仅要制作作家、作品地域分布地图，比较区内地域创作面貌差异，

还要探讨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其他变体如城乡关系、主流文化区与非主流文化区关系等。

就 “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学术语境而言，其着力点有二：一是古今转型之 “变”，章培恒教授对 “中国

文学古今演变”的命题倡导揭示了文学史研究中通体与变体、大传统与小传统两种维度的共同存在，这对地

域文学史的学术转型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就通变而论，中国文学史要想打通古代向现代转型的文学阐释路

径，需要考量历史惯性、政治话语、学科关系等复杂变量，而地域文学史则可以发挥 “船小好掉头”的优

势，从开始即确立 “通史”视野，将地域文学中富有表现力的外在形式与富于生命力的内在机能引申为文学

史公式中的变量和不变量，以此探究文学史通变交替的运作规律，考察地域特性在文学古今演变过程中的作

用条件，探讨这些差异如何从 “小传统”即地域文学特性支撑起 “大传统”即中国文学史空间转向的宏大叙

事。二是古为今用之 “用”，即如何在还原和建构地域文学生命现场与优良传统的同时体现文学史的社会功

能和现实关怀，为当代创作提供更丰富、更切合实际的思想资源与艺术滋养，并在文旅开发、地方文化品牌

塑造等场景中探寻其与当下社会发展的有效连接点与转化机制。

在文学地理视角下对以上几组二元关系的探讨，本质上为地域文学史开启了 “文学与地理”关系命题的

本体论研究进程。地域文学史的撰述与研究所面临的最深层困境，在于长期未能妥善处理 “文”与 “地”的

内在关系：或偏重文献爬梳，使地理沦为面目模糊、功能泛化的分析背景；或机械罗列风物，使文学成为地

方文化话语权的简单投射。二者未能形成有效的对话与互证关系，地域文学史也因此难以摆脱平面化、琐碎

化的叙事套路。欲突破此困境，需引入能够真正沟通文本与地点、融通时间与空间的方法论。梅新林、葛永

海在 《文学地理学原理》所倡导的 “对位互读法”④ 正具有此种方法论意义，它源自 “神话考古”的考古学

８６１

①

②

③

④

形式文化区是由于一种或多种文化因素如语言、民族、生活习惯等而自然形成的文化圈，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核心区集中与边界线模

糊的特征。功能文化区是根据政治或者某种社会功能组织起来的空间区域，如行政区、教育区或经济区等。感觉文化区是人们对于

某种文化区域的共同认知，它不仅被地域内的人们所认同，同时也被区域外的人们所广泛认可。参见周尚意等编著：《文化地理

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２２８ ２２９页。
乔力：《地域文学史研究刍议暨山东文学流变研究例试》，《东岳论丛》２００１年第 ６期。
刘昌保：《两湖文学：作为整体感觉文化区》，《长江学术》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
“对位互读法”概念出自梅新林、葛永海的 《文学地理学原理》，该书第十章 “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学”的第四节 “意义重释”即

重点讨论 “意义重释与 ‘对位互读法’”，在第五节 “新体文学史”第二小节 “时空互化论”中亦重申了这一方法对于文学史研究

的重要性。对位互读法的要义在于文学与地理的辩证互释互读，其终极目的则是阐明文学的时间与空间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互化关系。它要求研究者兼具文本细读的功夫与田野勘察的实践，形成文本研究与地理现场之间的对话。比如施莱曼根据 《伊利亚

特》，史诗描述的泉水流向、战争路线与船只泊地，最终在小亚细亚定位并发掘出特洛伊古城遗址，这是从史诗文本 （时间叙事）

走向事件现场 （空间定位）的经典范例。徐旭生则从考古发现出发，结合古史文献以及彼时的各民族聚落情况，提出华夏、东夷、

苗蛮三大族团的空间分布与历史演变理论，实现了从地理空间反观历史时间的宏大建构。他们的研究表明，真正的 “文地对话”是

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意义生成过程：文本为地理空间注入历史深度与情感温度，地理空间则为文本解读提供物质坐标与现场实感。参

见梅新林、葛永海：《文学地理学原理》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１０１７ １０２４、１０３４ １０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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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强调通过文本与地理现场的反复对话与印证，实现从时间中重新发现空间、从空间中重新发现时间，

并最终在时空交融中重新揭示文本的深层内涵。

将 “对位互读法”系统地运用于地域文学史研究，意味着该领域研究范式与预期阅读体验的重要转向。

首先，它强调从千头万绪的线性时间叙事中重新发现文学的空间维度，这意味着应当将地域看作一个活态的、

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的意义场。例如，研究京味文学，不能只满足于列举多少文学家出自北京或多少文学作

品描写北京，更需深入分析运河、城墙、八大祥、四大恒钱庄等兼具时代语境与权力象征意义的空间元素如

何参与构建文人笔下的京城意象，以及这些意象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了京城的文化身份。这种分析必须建立在

对特定空间的文史记载与实地感受的对位互读之上，否则只能是雾里看花，无法触及地域文学创作原动力之

一的空间动力。概言之，对 “空间”的重新发现要求地域文学史在研究内容中加入更多地方本位、空间性的

考察要素，即在地化、多元化的文学地理现象研究。杨义教授曾大力倡导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提出文学

地理的研究内容存在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剖析、族群的划分与组合、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这 “四个巨

大的领域”①。这些命题可以适应于地域文学史撰述需要而被设置为以下研究对象：就文学史与地理环境的互

动而言，可以探讨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及文学反作用于地理环境的机制；就文学主体而言，可以探讨文

学家、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在地域层面的静态分布与动态演变；就地域性的作用原理和呈现形式

而言，可以探讨不同时期地域文学创作中的空间与地理景观，分析虚拟文学景观与实体文学景观之间的精神

联系与情感差异，感知渗透其中的空间记忆、文化认同与家园感；就地域文学史的内外交流而言，可以探讨

本籍文化与客籍文化的冲突及文学版图的建构。

其次，对位互读法指引地域文学史研究从空间的静态分布中重新发现文学的时间历程。一个地区的文学

传统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着因时代变迁而留下的层累痕迹。通过对不同时期文人关于同一地点的书写

进行对位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该地文化意义的变迁史。以 “松江”地域的文学书写为例，从魏晋时期吴地

文人对千里莼菜、华亭鹤唳的故地风物之思，到唐宋诗人对二陆的风流追慕，到晚明松江汇聚松江画派、松

江书派和几社诸君子而文名远扬，再到晚清以来 “远东第一大都市”的繁华竞逐，不同时代的文本层层叠

加，共同建构了 “松江”作为江南名区之雅致情调与作为改革前沿之创新精神的双重意涵。近现代小说中的

上海都市空间往往具有强烈的文化异质感，小说家大都致力于揭示西方工业文明侵蚀下的人性异化。但若将

近现代上海空间的文学形态归置于其所在的文化地层，便可发现：从二陆代表吴地文人走向成见深重的中原

社会，不卑不亢地主张江南的文化地位，到宋元之交黄道婆改良纺织机器与织造技艺，推动松江府成为全国

最大的棉纺织中心，再到明清之际，徐光启积极从学于利玛窦，引领第一次 “西学东渐”运动，“创新、开

放、多样、崇实、善变”② 等被后世引为海派文化之主要特征的精神质素其实早已深潜于这座城市的文化地

层中。地域文学史的任务，正是要通过细致的对位互读，揭示出这些意义层的累积与演变过程。

综上所述，只有从 “空间中的文学”到 “文学中的空间”不断交替思考，才能不断深化地域文学史中

“时空互释”的广度与深度。而对位互读法为此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工具，它倡导的是一种动态的、

辩证的、扎根于历史现场的研究态度，要求研究者在 “文”与 “地”的持续对话中还原文学创作的生动现

场，发掘地域文脉的深层结构，最终书写出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空间温度的地域文学史。

（二）关键聚焦：地域文学史研究的核心维度

在文学地理学融合的语境下，地域文学史的研究对象需聚焦地域性关键文人、地域性关键文本以及地域

文学传统三大核心维度，以揭示 “地域—空间—作家—作品”之间复杂的作用机制。而在文人、文本与文学

传统所构成的 “三位一体”关系中，正如当下文学研究对 “回归文本”的响应，地域文学史研究又将关键性

文本置于三大维度的枢纽位置。

前端是地域性关键文人。时空并重的文学史观必然涉及对文学空间属性的重新发现。克利福德·格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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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文学评论》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
魏承思：《“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综述》，《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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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文化深描”① “地方性知识”② 等理论，主张以 “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认识地域文学。地域文学史

固然要记录本地域中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文人 （如陆游之于绍兴、唐寅之于苏州、老舍之于北京，贾平凹之

于商州），但更应关注地域性关键文人，他们虽未在主流文学史上开宗立派，却在地域文脉传承的关键期发挥

薪尽火传的作用，“在渐变与剧变的生活策略中展现文学共同体及创作风格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矛盾关系”③。

如清初嘉定诗人陆元辅，生当 “嘉定三屠”兵燹，“江南百万户烟火萧条，非复往者优游燕乐之时”④，他以

“以兹继前哲，不啻影随形。努力慎终始，莫染世风腥”⑤ 为志，积极联络幸存文人，频繁歌咏，其创立的启

社和东皋社成为遗民重要聚集地，成为嘉定文坛复兴的关键推手。

过境文人的文化活动能够为地域文学注入新质活力，打破地域封闭性，但地域文学史写作常患对过境文

人的 “选择困难症”，暴露出对文地关系深度思考的缺失，表现为：将动态游历割裂为静态地域分布，忽略

流动性与创作连贯性；为著名文人的过境创作降低门槛，却为深入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中下层文人设置更高

门槛；过度重视代表作而忽视地方性创作，忽视更具地域认识价值的文本。对地方而言，过境文人是考察者

和施动者，“他们洞察异域，通过他们的视角和偏见反射出他们自己的身份所属。旅行者讲述故事的方式、对

谁讲述和讲述什么在许多方面同他们的旅行本身一样富有意义。”⑥ 站在过境者立场，“我”与地方的关系具

备心理与文学层面的对仗意义：文化心理上，“我”代表 “所在”来到 “地方”，总是期望 “中心—边缘”

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地方文学活动中得到体现，这构成过境文人与地域文学史深层互动的基本逻辑。

后端是地域文学传统建构。地域并非凝固不变的文学容器，而是与文学家、作品、文学家族、流派、社

团互相给养、彼此塑造的存在。文人与地域、文本与地域之辩，本质是考察文学家 （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

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 （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形成的文学

传统、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即一组传承有序、可资今鉴古的文学基因序列。

经由长期地域筛选而形成的文学环境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地方文人开展文学创作的路径，具体而言，包括

文体传承、题材选择、意象组合、风格偏好、应用场景等创作要素。如鲁迅探讨 “国民性”的讥刺题材与冷

峻风格即与会稽历史上的文学传统息息相关———王充首倡 “疾虚妄而立实诚”，孔稚皀在 《北山移文》中展

现笑讽态度和讥刺深度，徐渭 《四声猿》发扬关心现实、嬉笑怒骂等艺术特点。置身此特色鲜明、场能强

大、传承久远的文学环境，鲁迅才能与真实深刻的人性观察、灰色幽默的行文笔触、外冷内热的创作基调产

生天然的文学共鸣。近年朱晓进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李怡 《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李继

凯 《秦地小说与 “三秦文化”》等著作相继对各地创作现象背后的文化环境和文学传统因素展开讨论，这正

是地域文学史应列以专章的内容。

作为中间枢纽的则是地域性关键文本。传统地域文学史常将地理环境简化为籍贯、意象、氛围等文学分

析的背景板，强调其对文学的单向释读，却忽视环境等客体空间经文本编码、转译后融入主体空间的涵化过

程。列斐伏尔的 “空间生产”理论启示：文学不仅反映空间，更参与空间的想象与建构。考察作品如何影响

地域感知认同，以及文学家如何选择、理解、改造地域元素并转化为普遍的艺术表达，可为地域文学史建构

更为立体的对象体系。正如对唐代咏长安和咏金陵的诗作进行对比后能够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诗歌表现

的典型意义即在于它们与各自的城市 ／政治文化的互融性，它们表现文化，同时又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更重要
的是，金陵诗歌是金陵文化之所以成为金陵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在这种文化演进过程中特质被确立时的重

要环节，长安文化亦作如是观。”⑦ 而这类有着能动反映、主观还原乃至想象改造地域空间形态之文化意义的

文学文本，就是地域文学史应当高度重视的地域性关键文本。

地域文学史研究将关键性文本置于三大维度的枢纽地位，这一判断并非弱化文人与文学传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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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基于文本本身所具备的承上启下、联通主体的创造性与客体的积淀性的独特功能———无论是文人的个体

生命体验，还是传统的集体文化记忆，最终都需要通过文本这一载体才得以呈现、传递与重构。关键性文本

不仅是文人创作活动的结晶，更是文学传统形成与演化的基本单元，其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键性文本是连接文人与文学传统的具体介质。文人作为地域文学的主体，其创作是通过对前人

文本的阅读、接受、模仿与超越而实现的，没有关键文本的连续存在，所谓 “传统”便只能流于空泛的概

念。其次，文本内外空间的交互转化形成了丰富的文学景观，这些景观兼具审美价值及反映地方生活记忆与

心灵归属的意义。以浙东文学的乌篷船书写为例，陆游 “碧瓦朱甑无杰屋，乌篷画楫有新船”① 展现水乡恬

淡自适；朱彝尊 “乌篷七尺屡回首，看到月明归未迟”② 寄予无限观景心情；周作人品味乌篷船上任意沉浮

的清闲，与 “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C ，渔舍，各式各样的桥”③ 融为一体，浸入水乡。杨义认为：
“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它的生命现场，进入它意义的源泉。”④ 充满人文内涵与地方生活印记的

文学景观不仅反映地方社群思想价值与审美，也影响着人对自然空间的感知理解，塑造其对自身和世界的阐

释。最后，关键性文本被赋予超越个体与时代的阐释延展性，能够有效破解以文人为核心的文学史书写困境。

德国诗人海涅曾言：“艺术作品愈是伟大，我们便愈是汲汲于认识给这部作品提供最初动机的外部事件。我们

乐意查究关于诗人真实的生活关系的资料。这种好奇心尤其愚蠢，因为……外部事件的重大性和它所产生的

创作的重大性是毫不相干的。那些事件可能非常渺小而平淡，而且通常正如诗人的外部生活非常渺小而平淡

一样。”⑤ 如前文所言，传统地域文学史沉迷于发掘文人身上所谓 “真实的生活关系的资料”，将人的历史无

限等价于文学的历史，因而常常陷入 “籍贯本位”“过境文人”的选择难题和繁琐无益的生平考证中。而若

以关键性文本为中心，将文本本身的艺术价值、地域特色与文化影响力作为筛选的首要标准，再由此对文人

的行踪游历、文学观、人生观与地域的文学传统进行上溯和下延，则能较好地规避这些难题。

概括而言，地域文学史研究的关键路径即在于聚焦具有地域特性的文人、文本和文学传统，在地域文人

的选择上应平衡本土性和对外影响力，在文学传统梳理时应注重文学基因的历史溯源与文学史价值的当代激

活，同时对地域文学文本关联调摄地域文人和文脉传统的结构性重要意义加以强化。唯有如此，方能形成地

方性的文人、文本和文统的 “三位一体”，使地域文学史研究真正超越一般意义的作家作品汇编，而成为阐

释文学多元生态、接续地方文学传统的重要学术文本。

（三）价值阐发：地域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

地域文学史的发展演进，最终都要服务于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其价值阐发主要体现在三种维度，即

地方文学文献的史料钩沉、文学文本的审美重构与地域文化精神的传承涵育。此三维度共同将地域文学史的

学术研究与地方社会的发展效益联系为一个整体，并以地域文化精神的永恒价值作为学科探索的最终旨归，

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文化传承意识。

首先是地方文学文献的史料钩沉。发掘地方文献的文学史料价值是地域文学史的基础目标。古代地方诗

文集和方志艺文志是重要的艺文矿藏，唐宋以后文献浩繁，搜辑到的作家作品数量庞大。明清时期，仅苏州

一地，乡镇一级的地域诗文总集就有 《木渎诗存》《盛湖诗萃》《分湖诗苑》《吴郡甫里诗编》等数十部之

多，其中固然有肩负地方文脉传承使命而被主流文学史所忽视的人物和作品，但如何将此类文学遗存转化为

鲜活的文史画卷，还需要相关学者的深入考察。近现代特殊历史时期的文献整理成果同样宝贵，如林培庐

《潮州平民文学的历史》记载岭东歌谣研究会调研结果：“梅县刘信芳君搜集有民歌四五十首，普宁李幻云君

搜集有山歌 （猥亵的）三四十首，卢佚民君搜集有 《剪春罗集》一本，谜语、谚语二百余首，合拉因桃生柯

鰓青民诸君所收集的，总共二千首有出。”⑥ 然而，《广东近代文学史》《近现代潮汕民间文学》《潮州歌谣谚

语集成》等当代文学史著作尚未系统整理此部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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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文学文本的审美重构。对文本审美价值的阐发赋予地域文学史继往开来的情感活力和艺术创造力。

地域文学史研究不仅需要梳理地方文化在文学中的表达脉络，更应为地域文学审美提供新视角，激发创作者

的文化自豪感与传承创新自觉。风骚以降，书写与塑造地域景观便是文人的当然命题，现代以来，乡土文学、

新市民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潮流带来了新的地域文学审美：莫言的 “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 “耙耧山

脉”、苏童的 “香椿树街”，这些地方印象经成长、改革、生死、理想等哲学主题的洗练，成为社会心灵史的

文学映像。近年如 《秦岭记》《北流》《燕食记》之类备受关注的 “方志小说”，更是强调关注凡人写心、民

间传奇等边缘题材，既对地方临场感与个体经验提出要求，又在创作中还原个人与地方的文化关系、表达记

忆与成长经历中难以言说的地方情愫，这些问题正呼应地域文学史在新时代的学术使命，即在快速发展的、

多元化的时代变革中完成地域景观的重塑，进而激发和重构新的地域情感及其审美价值。

无论是对地方文献史料与故事传说的保存与利用，还是对地方性文学审美的价值重构，最后都应当服务

于地域文化精神即一种 “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的传承涵育，这也是地域文学史研究所要追求的终极价值。魏

禧 《容轩诗序》有云：“十五国莫强于秦，而诗亦秦唯矫悍。”① 从 《驷?》游猎到 《无衣》军容，秦地文学

塑造出筋强骨健的关西大汉形象。杜甫在 《兵车行》中悲鸣生民战乱流离之苦，亦不忘赞美 “车辚辚，马萧

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耐战秦兵，再到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其精明强悍、坚韧不拔的陕西汉子形

象中依然传承着 “秦风”的文化基因。至于南方，沈从文以 《边城》《神巫之爱》《沅陵的人》等 “湘西”

系列作品追溯楚文学本貌，以粗犷原始的巫楚文化冲击现代都市压抑的 “阉寺性”，所沟通的文学意象正是

《九歌》中唯美的楚地神灵，实现了当下创作与地域文化精神的紧密相连。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精神一旦形

成，就在时空层面获得了不断发展、更新的文学生命，给人类社会的经验和知识领域留下独一无二的思想

烙印。

综合以上，地域文学史的价值阐发需构建三维一体的阐释体系，在史料上超越方志思维，建立文献与田

野互证的史料系统，在审美上打破文体壁垒，揭示古典意象向现代表达的美学嬗变机制，在精神传承方面，

探索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不断建构文化认同，最终推动地域文学史真正成为守护文化多样性、重塑民族

精神家园的思想文化载体。

余论：走向地域文学史学的必然及其学术使命

中国地域文学史何以成学？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回应这一宏大的学术命题，地域文学史走向地域文学史学，

包含了三种必然：

首先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地域文学史研究历经百年嬗变，已从方志艺文志的辑录传统，逐渐发展为具有

独立内涵、研究路径、方法论体系的学科方向。其学科化进程遵循 “史识→史论→史学”的演进逻辑：早期
的地域文学史识为地域文学的发展性和特殊性提供了基本认知，但这种认识程度还不足以指导体系化的地域

文学史写作；随着文学史体例的逐渐成熟，能够帮助地域文学史敷演成篇的 “文学进化论”与提供横向考察

视野的 “环境决定论”组合形成系统的理论观点，推动了地域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性深化。在史识、史论之

后，“史学”呼之欲出。地域文学史学将致力于构建与文学地理学有效融合互动的系统理论体系，强调时空

维度的有机统一，呼唤新体系下的本体论、对象论、标准论、方法论和影响论，这一研究反映了跨学科研究

的必然趋势，也体现了学术思维范式转换的必然。

其次是学理突破的必然。地域文学史学的成熟需完成三重理论突破：一是本体论重构。地域文学史研究

应当超越 “地域容器论”，确立 “空间生产本体论”，通过文学史学与文学地理学的双重观照，系统把握地域

文学史的内在逻辑，既还原其历史本相，又阐释其空间意义，简言之，即 “超越当前文学史研究的局限而重

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②；二是方法论整合。引入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方

法，深入分析其形成机制、空间结构、地域特征及与人文环境的互动关系，回应地域文学的空间性本质与多

元解读需求。三是价值论升华。地域文学史学的最终旨归，在于构建中华文明文学谱系的空间阐释体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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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魏禧：《魏叔子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本。

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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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其价值取向实现根本性转变：从偏于一隅、自说自话的 “文化表彰”，转向立足整体、寻求深层认同的

“文明寻根”。本体论重构、方法论整合、价值论升华的三者联动，旨在激活中华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空间密

码，揭示其深植于不同地域土壤的文明肌理与文化脉动。

最后是现实驱动的必然。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的地域文化认同危机，赋予地域文学史学紧迫的现实意义。

资本、信息和人口的全球流动加速了文化同质化趋势，独特的本土文化极易被稀释或边缘化。另一方面，当

城市化进程消解乡土记忆与方言土壤，当标准化、应试化教育挤压地方知识传承的生存空间，地域文化符号

的式微使得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的情感逐渐疏离。对此，地域文学史写作应该视为应对这一危机的文化自救

行动，从而承担起抵御文化同质化、维护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学术使命。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地域文学史并非

封闭保守的自我揄扬，而应以地方性来回应全球性，以乡土叙事触及宽泛意义上的人性价值，在差异中寻求

文明对话的多元基础。

刘勰在 《文心雕龙·原道》中曾慨然发问：“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① 乃因人文创作

与日月山川等 “自然之道”互动同构，所谓 “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中国

地域文学史不是简单的地方文学陈列馆，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空间解码器。当我们在万千地域星火

中，以 “地域文学史学”之名重绘中华文明的空间版图时，既是学术自觉的必然，更是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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